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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来华欧洲传教士所记汉语官话 

——非明代汉语官话“南京标准音说”

张玉来  尹  瑀

南京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摘  要：已有的研究表明，汉民族共同语从其萌芽状态就扎根中原汉语，长期以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方言为

基础，以丰镐汴洛地区的方言为主要权威方言（非标准音）。但在二十世纪后期，有学者针对明代共同语（官话）

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明代汉语共同语以南京话为标准音。这一看法的基本依据是明末来华欧洲传教士所记

汉语官话文献。而分析这些传教士的文献并将其和相关文献比较，可以发现，“明代官话以南京话为标准音”的

看法具有很大的片面性，既跟明代大多数文献所记的史实相违背，也不符合汉语共同语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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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笔者曾论证汉民族在历史上早已形成民族共同语是不争的事实：先秦有雅言，汉魏有通语，唐宋

有正音，明清有官话，现代有国语 / 普通话，这些名称无疑都是民族共同语在不同时期的不同称谓形

式。a汉民族长期以黄河中下游的丰镐汴洛地区为政治、文化中心，华夏语的核心即成长于此。“雅言”

当即以中原某一部族语言或方言为基础扩展而成。至迟到春秋时代，“雅言”已覆盖到燕、齐、陈、秦、

晋诸夏地区，并推及楚、吴、越地区。秦汉之后，中国分合不定，大致合占 2/3，分占 1/3，各部族 / 民族

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不断交融，从结果上看，无论是语言上还是政治、文化上，汉民族都是胜利

者。在此过程中，雅言延续下的汉民族共同语不断扩张，以其人口和文化优势，北上南下，并对不同

区域的方言施加影响。

颜之推《颜氏家训·音辞篇》里提及的“南染吴越，北杂夷虏”，则是指汉语的另一种变化，即汉

语也受其他民族语言的影响。从历史上看，晋南渡之前，共同语主要通行于江淮河洛之间，江以南的

社会上层应当也有不少人能够操用共同语。南北朝对峙之后，随着大批士人南渡，共同语大行于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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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南，江以北则深受夷虏语言的影响。隋代成书的《切韵》就是参照南北士人的共同语语音格局编纂

而成的，是六朝时期共同语音系的系统体现。唐、北宋时期，共同语体系又回到中原一带并深受长安、

汴洛方言的影响。嗣后，辽、金、元时代，异族入侵中原，宋室偏安江南，于是共同语复又南渡，并再次

影响江南诸方言。与此同时，受到北方各民族语言的影响，北方地区的共同语发生了急变，形成了新

的共同语形式，明清仍延续这种状态，并以“官话”相称。现代汉民族共同语——普通话即导源于此。a

可见，唐五代至元，中间经北宋 / 辽 / 金、南宋，汉语共同语都是以中原汉语为基础方言的。现有

研究文献同样支持这一结论。唐五代西北方言、邵雍（1011—1077 年）《皇极经世书·声音唱和图》

音系、周德清（1277—1365 年）《中原音韵》音系、郎瑛（1487—1566 年？）《七修类稿》“杭音”条等

文献都很好地证明了共同语扎根北方中原汉语的史实，共同语的基础跟江淮流域的方言无关。

从 20 世纪末开始，远藤光晓、鲁国尧、杨福绵、张卫东等学者利用明代来华欧洲传教士所论明代

汉语官话的一些文献，提出明代汉语官话可能以南京话为标准音的看法 b。其中，远藤光晓的论述较

有代表性：“明朝成立（1368 年）时最初奠都南京，考虑到这个历史背景，属于下江官话的南京话在当

时最可能占有标准音的地位。明代官修韵书《洪武正韵》（1375 年）就是以南京话为主要依据的。

到了 1420 年，首都从南京迁到北京，想必那时有相当多的官民伴随皇帝来北京。我认为《翻译老乞

大·朴通事》右侧音反映的是来自南京而当时通行于北京一带的官话。当然，这个设想还需要由今

后大量的研究来检验。”c

从他们利用的材料看，“明代官话以南京话为标准音说”的依据大致可归纳为如下几点：1. 利玛

窦、金尼阁等传教士所记录的官话语音特征比较接近南京话；2. 庞迪我神父跟中国小孩学纯粹的南

京话；3. 南京曾是明代首都；4. 江户时期日本人学习和使用南京官话；等等。

与此同时，学术界也有很多学者针对“明代官话以南京话为标准音说”的看法提出了或质疑或批

评或否定的意见，如丁锋、张竹梅、朱晓农 / 麦耘、何九盈等从不同材料、不同视角指出了该看法的材

料缺陷和逻辑漏洞。这些论著大都材料丰富、论证有力，我们都十分赞同。

总的来说，“明代官话以南京话为标准音说”与传统的“北京话说”或“中原官话说”等说法相去

甚远，是汉语史研究中最具争议的观点之一。不仅如此，这一观点还涉及到汉语史研究的材料、观念

和方法等重大学术问题，故有必要再加辨正。

笔者也先后发表多文讨论明代官话的语音性质问题，对“明代官话以南京话为标准音”这一看法

深表怀疑。d为了辨明问题，我们以今题为名，根据我们对明代来华欧洲传教士所论汉语官话史实的

解读，进一步指明“明代官话以南京话为标准音说”看法的不足。传教士所记官话音系的特点、朝鲜

a	�“官话”一词较早出现在《朝鲜实录·成宗实录》里。《成宗实录》十四年：“头目葛贵见《直解小学》，曰：‘反译甚好，

而间有古语，不合时用，且不是官话，无人认听。’”朝鲜成宗十四年是公元 1483 年。考明清时代“官话”使用的情况，

可知其除了表示官方使用的语言外，也有全民共同语（通用语）的含义。明代来华欧洲传教士将“官话”(Quonhoa)

对译为 mandarin（“曼达林语”），意指官员使用的话。按中国古代任职传统，官员一般要异地任职，从情理上推论，

他们使用的话当然应该是共同语——通用语。

b	本文提及的有关学者的论著俱见脚注，此不详列文献消息。

c	[ 日 ] 远藤光晓：《〈翻译老乞大·朴通事〉里的汉语声调》，《语言学论丛》第 13 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年。

d	�可参见张玉来：《近代汉语共同语的构成特点及其发展》，《古汉语研究》2000 年第 2 期；张玉来：《近代汉语官话语

音研究焦点问题》，载耿振生主编：《近代官话语音研究》，北京：语文出版社，2007 年；张玉来：《明清时代汉语官话

的社会使用状况》，《语言教学与研究》2010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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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朝传世的《朴通事 / 老乞大谚解》左右音等问题，本文暂不涉及，容另文再论。另，“明代官话以南

京音为标准音”涉及的材料有时包含清代（主要是清初），所论时限实际上是明末清初，因此本文对清

代的有关材料也予以关注。

二、明代来华传教士关于汉语官话的论述

欧洲人研究近代汉语的历史比较早，比如著名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 (1254—1324 年 ) 在《游记》

里就记载了元代中国的语言情况：“不过有一点应当注意，蛮子省流行一种普遍通用的语言，一种统

一的书法。但是在不同地区，仍然有自己不同的方言。……这些地方的人，尽管都有自己不同的方言，

但彼此之间却能相互了解。”a十五世纪末，伴随着欧洲海外扩张运动的进行，大批欧人来到中国。他

们的目的主要有二：一是贸易，二是传教。但是，此时的明王朝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不允许外国人

随意来华，更不允许传教，开展贸易也是有限制的。在此背景下，明万历、天启年间，西方商人和传教

士还是冒着重重危险来到中国，并在澳门盘踞下来。王临亨（1548—1601 年）《粤剑编》记载：“西洋

之人，深目隆准，秃顶虬髯。身着花布衣，精工夺目。语作撑犁孤涂，了不可解。”b又说：“西洋古里，

其国乃西洋诸番之会。三四月间入中国市杂物，转市日本诸国以觅利，满载皆阿堵物也。余驻省时，

见有三舟至，舟各赍白金三十万投税司纳税，听其入城与百姓交易。西洋之人往来中国者，向以香山

澳中为舣舟之所，入市毕，则驱之以去。日久法弛，其人渐蚁聚蜂结，巢穴澳中矣。……今聚澳中者，

闻可万家，已十余万众矣。此亦南方一痈也，未审溃时何如耳？”c这就是对这一史实的真实记录。显

然，盘踞澳门的大部分都是牟利的商人，传教士仅是其中的极少部分。

从十六世纪中叶开始，基督教中的天主教派就通过不同的宗教团体派员到东方传教，最早的开

路者是耶稣会西班牙籍的方济各·沙勿略（1506—1552 年）神父。沙勿略 1552 年抵达广东上川岛，

但不幸染上重疾，同年病逝于此。嗣后，传教士陆续东来，他们以澳门为据点，试图在中国民众中传播

天主教，这其中就有著名的意大利籍神父范礼安（1539—1606 年），但是他们的传教成效不彰。随着

意大利籍传教士利玛窦的到来，传教工作才慢慢取得成效。1582 年秋，利玛窦（1552—1610 年）来到

澳门，在前辈范礼安神父指导下开始传教工作。他接受了范礼安制订的传教策略——入乡随俗——

“调和策略”d，结交了一大批中国士大夫，如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其传教事业取得了极大成功，

较之其前辈有了质的飞跃。e

a	�[意 ]马可波罗：《马可波罗游记》，陈开俊等译，福州：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年，第193页。这里所称的“蛮子省”

（Manji）大致是指原南宋统治的区域，南宋统治区之外的北方地区称为契丹省份。

b	王临亨：《粤剑编》，北京：中华书局，1987 年，第 91 页。

c	王临亨：《粤剑编》，第 91—92 页。 

d	�“调和策略”的核心内容是“因地制宜”，充分考虑中国社会的现实和历史，其传教途径有：结交中国社会的主流阶

层——士大夫，进而影响中国朝廷，以此得到朝廷的支持；向中国人传播西方的科学技术及人文艺术，获得士大夫

的支持；尊重中国固有的儒家道统，允许皈依的中国教徒继续祭祀祖先等礼仪等。

e	�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人是皈依了天主教的中国士人，与利玛窦等交往而没有入教的人数，见于文献的就有上

百人，没有见于文献的，数量当更为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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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耶稣会传教士极富使命感，意志力坚强，为了传教而不屈不挠；他们为了克服语言不通的困

难，刻苦学习和研究汉语，并为后来者留下了一批关于汉语的学习文献。在学习汉语的过程中，他们

非常注意体悟汉语的细节，并在各自的文献里记载了汉语的特点，值得我们深入研究。下面以曾德

昭《大中国志》为例来说明他们认识汉语和学习汉语的过程。曾德昭（1585—1658 年），葡萄牙人，

1613年到中国传教，取名谢务禄，1616年被遣返澳门。1620年重入内地，改名曾佳，先后居杭州、嘉定、

上海、南京、西安等地。1649 年至广州，后至肇庆，1658 年卒于广州，葬澳门。其《大中国志》对当时

的中国社会有全面的介绍。a

曾德昭《大中国志》中有关汉语的描述如下： 

中国使用的语言是很古老的，许多人认为它是巴比伦塔的72种之一。他们的书籍至少证明，

这种语言的使用已超过 3700 年。它有各种不同的形式，因为当今这个帝国由不同的国土构成，

在古代它们并不属于当今这位帝王的祖先，而是被南方各省和北方几个省的蛮族占据。但中国

今天只通用一种语言，即他们称呼的官话 (Quonhoa)，也即曼达林语。当他们在认真、慎重地把

他们的政体介绍到别国时，也把他们的语言传去，所以至今官话已传遍全国，有如拉丁语之传遍

欧洲。但一般说来，每省仍保留自己的方言。它是一种有限度的语言，字体之多超过其他语言，

但使用的词汇不多，因此并不丰富，总的说不超过 328 个词，语汇则有 1228 个（它们除了音调和

气音不同外，实际相似）。所有的字几乎都以母音结尾，有几个不以母音结尾的，要么以 M，要么

以 N 结尾。它们全是单音词，动词和名词均无语尾变化，适合他们使用，有时动词充当名词，名

词充当动词，必要时也充当副词。因此它比拉丁语容易学，因为仅拉丁语法就得花费孩子的全

部时间。它的简短使它充满多义词，所以是简明的。这对有些人会是困难的，但使中国人满意。

他们都是发言简明的特别爱好者，或是模仿者，有如莱撒德蒙尼人（Lacedemonians）之善于模仿。

它柔和而不生硬，如果说得完美（如主要在南京地区）是极悦耳的。b

罗明坚神父是头一个被任命做这项工作的人（按：指传教的人），随他之后是巴范济、麦安东

和利玛窦神父，还有其他人，他们接着去协助工作，就像那座房屋的奠基石，承担它奠基的重量，

其经历的艰难、困苦和折磨，超过我会任何传教工作所曾感受到的。因为除我们欧洲之外，在遥

远和陌生的国家传播新的宗教，语言、风俗、交流、饮食等方面的困难，都不是一般的，所以困难

必定很多。而在中国传教所遇到的困难又超过所有其他地方。中国语言看来是世界上最难的，

都是单音节，简短而多义；神父们面对这个困难，没有老师教他们，也没有译员向他们解释对方

说的话，所以他们听不懂别人说的，别人也听不懂他们说的；只有靠勤勉和不懈的努力，他们才

逐渐掌握了基础。尽管他们没有达到完全通晓语言的程度，发音也不完美，他们却发现了那种

语言的诀窍，作出明白的解释，使后来的人学习它变得容易。此外还应该提到学习他们文字的

艰辛，那本身就得花费难以置信的劳动，字很多而且各不相同；在这次传教中（和其他的作法不

同）神父们极勤奋地学习它们，不仅学会写字，以及通畅地阅读他们的书籍，自己还撰写了几部

a	[ 葡 ] 曾德昭：《大中国志》，何高济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

b	[ 葡 ] 曾德昭：《大中国志》，何高济译，第 3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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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后来刊印了许多对基督教发展有益的书。确实，在中国的神父们理所当然地应受到这种赞

扬：那种语言是那样难，他们的字体也极不易学，但神父们仍然说中文，比其他传教的说得好得

多；他们自己能够讲授，布道，接待，并且跟中国的大曼达林交谈，如有机会，还跟皇帝本人对话，

用不着任何译员，而是靠自己。a

从曾德昭的描述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传教士们学习汉语的艰辛：1. 传教士们是在自然环境中学会汉

语的，不过，他们也可能会向一些通晓官话的人请教；2. 他们的官话说得不是很标准；3. 他们用这种

不太标准的官话可以沟通，而且通行无阻，甚至可以与最高当权者——皇帝交流；4. 传教士们编写了

一些供自己教会人士学习的汉语教科书或读物；5. 全中国有一种通行的共同语，这种共同语叫“官

话”，但普及程度不高，使用范围有限，各地都存在方言。

传教士中的一些先驱者编制的教科书或读本是后来传教者学习汉语的入门书，在他们学习汉语

时起了极大作用。早在 1578 年，刚抵达澳门的范礼安就要求传教士掌握汉语、汉字，他说：“书法和官

话，这是需要花费很长时间的学习才能掌握的。官话对他们来讲，就像拉丁语对于我们（欧洲人）一

样。” b他的后继者罗明坚和利玛窦等人实现了他的愿望。罗明坚（1543—1607 年）也是意大利籍耶

稣会传教士，比利玛窦更早来到中国。在范礼安的指示下，罗明坚在澳门刻苦学习中文。1583 年 2

月 7 日，罗明坚来华后的第 4 年，他在一封信中向耶稣会总长报告讲述了自己学习汉语的过程：

起初为找一位能教我中国官话的老师非常困难，但我为传教非学官话不可；可是老师如只

会中国官话，而不会讲我们的话 ( 原文作葡萄牙话 ) 也是枉然，因为我听不懂啊！因此后来找到

一位老师，只能借图画学习中国语言了，如画一匹马，告诉我这个动物中国话叫“马”，其它类推，

世上有多少事物，就有多少中国字，它并无字母可循，这为葡萄牙人以及神父们学习简直是不可

能的事。但我由于服从仍有信心而且感到幸福。托天主的庇佑，我已开始学看中文书籍了。去

年我曾寄去一本中文书，并附有拉丁文翻译，从它神父您可以知道中文的情形，据说即使中国人

为能达到相当水准，也须读 15、20 年不可。c 

利玛窦是所有明代来华传教士中成就最高的一位。他在中国共28年，其中广东13年，南昌3年，

北京 10 年，南京前后三次只住过 13 个月，另外在途中旅行的时间约 2 年。在利玛窦所交往的士大夫

中，有名可查的共约一百几十人，其中在广东交往 39 人，江西 11 人，南京 33 人，北京 82 人，其他地区

9 人。可见，这些人来自于全国各地，应该都会说规范程度不同的官话。他们是否以及如何影响过利

玛窦的汉语学习，材料所限，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那么，利玛窦是如何认识当时的汉语的呢？我们不妨来看一下他的论述：

虽然每个对象都有它自己恰当的符号，但由于许多符号所组成的方式，所以总数不超过

七万或八万。一个人掌握了大约一万个这样的符号，他受的教育就达到了可以开始写作的阶段。

这大概是写作通顺所要求的最低数目。在整个国家或许没有一个人掌握了所有的符号，或者可

以说对于中国语文有了完全的文字知识。有很多符号发音相同，写出来却很不一样，意思也很

a	[ 葡 ] 曾德昭：《大中国志》，何高济译，第 211—212 页。

b	转引自吴孟雪：《明清时期欧洲人眼中的中国》，北京：中华书局，2000 年，第 3 页。

c	转引自吴孟雪：《明清时期欧洲人眼中的中国》，第 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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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所以结果是，中文或许是所有语言中最模棱两可的了。a 

他们用这些不同的声调和变音来弥补他们缺乏清晰的声音或语调；因而在我们只具有一种

明确含义的一个单音节，在他们就至少具有五个不同的意义，并且彼此由于发音时的声调不同

而可能相去有如南极和北极。每个发音的字的确切意义是由它的声调质量决定的，这就当然增

加了学习说这种语言以及听懂别人的困难。我要冒昧地说，没有一种语言是像中国话那样难于

被外国人所学到的。然而，上帝保佑，我们耶稣会的会友凡是献身于在这个民族中的传道工作

的，都经过不懈的努力而学会了说他们的语言。从一开始布道就在这里的人不仅可以流利地说，

而且还可以读和写中文。我认为中国语言含糊不清的性质，乃是因为自古以来他们就一直把绝

大的注意力放在书面语的发展上，而不大关心口语。就是现在，他们的辩才也只见之于他们的

写作而不在于口语，在这方面他们有点像以写作的辩才而在希腊人当中享有盛名的伊索格拉底

(Isocrates)。结果有时候甚至是住在同一城市而且离得很近的朋友，也是书信往返，而不见面谈

话。b

他们都能看懂同样意义的书面语，但是各个民族却都说它自己特殊的方言。甚至在中国的

各个省份，口语也大不相同，以致他们的话很少有共同之点。然而共同的书写却构成彼此接触

的充分基础。除了不同省份的各种方言，也就是乡音之外，还有一种整个帝国通用的口语，被称

为官话（Quonhoa），是民用和法庭用的官方语言。这种国语的产生可能是由于这一事实，即所有

的行政长官都不是他们所管辖的那个省份的人（我们下面就要解释），为了使他们不必需学会那

个省份的方言，就使用了这种通用的语言来处理政府的事务。官话现在在受过教育的阶级当中

很流行，并且在外省人和他们所要访问的那个省份的居民之间使用。懂得这种通用的语言，我

们耶稣会的会友就的确没有必要再去学他们工作所在的那个省份的方言了。各省的方言在上

流社会是不说的，虽然有教养的人在他的本乡可能说方言以示亲热，或者在外省也因乡土观念

而说乡音。这种官方的国语用得很普遍，就连妇孺也都听得懂。c

我听说日本人除了由中国传来的符号外，还有和我们的很相似的字母和其他要素，这就使

得他们可以不用那套无穷无尽的中国汉字来书写自己的本国语。在我们所列举过的与中国接

壤的国家中也都可能有同样的作法。然而，十分肯定的是中国人并没有用过这类字母，甚至这

类东西的影子也没有。在这个国家，以文为业的人们从小到老都要埋头学习他们的这些符号。

毫无疑问这种钻研要花去大量的时间，那本来是可以用来获得更有用的知识的。不过就其可以

减少年轻人不顾一切的、荒唐放纵的危险而言，尤其是对于那些大有闲暇而无所事事的人，那么

即使是这样分散精力也有其好处。这种描画符号而不是组合字母的书写方法就造成了一种与

众不同的表达方式，它可以不仅是用几个短语而是用几个字就清楚明白地说出各种想法，而那

在我们就必须啰嗦半天还没有说清楚。在我们讨论汉字或符号的时候，我们切不可忘记说明，

中国人书写的位置和次序正好与我们相反。他们的字从上到下写成竖行，纸面上是由右到左，

a	[ 意 ] 利玛窦：《中国札记》，何高济等译，北京：中华书局，1983 年，第 28 页。

b	[ 意 ] 利玛窦：《中国札记》，何高济等译，第 29 页。

c	[ 意 ] 利玛窦：《中国札记》，何高济等译，第 3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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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们纸面上则是由左到右，从上到下的横行。a

钟鸣仁擅长使用中国语言，由于他的可贵帮助，神父们利用这个时间编制了一份中国词汇。

他们还编成另外几套字词表，我们的教士们学习语言时从中学到了大量汉字。在观察中他们注

意到整个中国语言都是由单音节组成，中国人用声韵和音调来变化字义。不知道这些声韵就产

生语言混乱，几乎不能进行交谈，因为没有声韵，谈话的人就不能了解别人，也不能被别人了解。

他们采用五种记号来区别所用的声韵，使学者可以决定别的声韵而赋予它各种意义，因为他们

共有五声。郭居静神父对这个工作做了很大贡献。他是一个优秀的音乐家，善于分辨各种细微

的声韵变化，能很快辨明声调的不同。善于聆听音乐对于学习语言是个很大的帮助。这种以音

韵书写的方法，是由我们两个最早的耶稣会传教士所创作的，现在仍被步他们后尘的人们所使

用。如果是随意书写而没有这种指导，就会产生混乱，而对阅读它的人来说，书写就没有意义了。

利玛窦神父所写并以他的注释加以增补的四书拉丁文释文，对别的神父们学习中文也有很大价

值。b

一个月后，马堂要去天津城，以便从那里把六个月来应呈缴给皇帝的贡物转运上去。他想

把神父们也转移到那个地点，但是他首先命令把他们全部的行李送到他最好的船上，他说神父

们要在这只船上一直住到这个月底。负责远航队的太监高高兴兴地乘船走了，并把他在南京买

的一个男孩作为礼物留给了神父们。他说他送给他们这个男孩是因为他口齿清楚，可以教庞迪

我神父纯粹的南京话。c

通过利玛窦的论述，可以看出，他对官话的认识和曾德昭的认识几无二致。但是，利玛窦还是告诉了

我们一些其他的情况：在利玛窦之前，没有一个传教士真正被政府允许到广东以外的地区，利玛窦这

一批人是在广东——这一远离官话中心区域的地方学习并掌握汉语的。他掌握的这种汉语无疑是官

话，这说明明代的确有一种通行全国的共同语存在。利玛窦和罗明坚留下许多供传教士学习的注音

读物，如罗、利合著的《葡汉辞典》（1584—1588 年）、利玛窦的《罗马字注音》（又名《西字奇迹》）（1605

年）等。

稍晚一点来华的耶稣会士金尼阁参考了利、罗等人的方案编成了《西儒耳目资》d，这是明代传教

士研究汉语语音的集大成之作。据罗常培研究，《西儒耳目资》所记录的音系特点与利玛窦等所记录

的音系特点基本一致，可以把它们看作是一个音系e，我们在这里姑且通称为“利金音系”。金尼阁《西

儒耳目资》的“自序”也说到他的这本书是前有所承的：“然亦述而不作。敝会利西泰、郭仰凤、庞顺

a	[ 意 ] 利玛窦：《中国札记》，何高济等译，第 30—31 页。

b	[ 意 ] 利玛窦：《中国札记》，何高济等译，第 336 页。

c	[ 意 ] 利玛窦：《中国札记》，何高济等译，第 391 页。

d	�金尼阁 (Nicolas Trigault）（1577—1629 年），字四表，原名尼古拉·特里戈，1577 年 3 月 3 日生于今法国的杜埃城。

金尼阁两度来华，在华时间长达 12 年之久，一生致力于中西文化的直接交流和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对“西学东

渐”“东学西传”作出了巨大贡献。《西儒耳目资》是在中国人韩云、王徵、张问达等人的帮助下成书的，天启六年

（1626 年）在杭州出版。

e	罗常培：《耶稣会士在音韵学上的贡献》，《史语所集刊》第１本第 3 分，193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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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实始之。愚窃比于我老朋而已。”a

以上所引，大致就是明代传教士对汉语官话的基本描写。据此，我们可以推知，当时的中国，虽

各地乡音有异，但存在一种通行全国的共同语——官话。为了推进传教事业的顺利进行，传教士们

选择学习这种官话。但是，这种官话有没有标准音？基础方言是什么？传教士没有明说，但从他们

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梳理出答案，后文再论。

表 1 以利玛窦为代表的早期传教士重要行迹简表 b

时间 行迹

1552 年 10 月 沙勿略抵广东上川岛，11 月卒于该岛

1557 年 葡萄牙人开始赖居澳门
1578 年 9 月 范礼安抵澳门
1579 年 7 月 罗明坚抵澳门，随后四进广州，皆不得居留

1582 年
8 月 利玛窦调澳门，开始学习汉语，在范礼安指导下工作
12 月 罗明坚第 3 次到肇庆

1583 年
7 月 利玛窦去香山，不纳
10 月 利玛窦去肇庆，官府欢迎，百姓反对，聘学者学习汉文化

1585 年 1 月 罗明坚、麦安东随郑一麟到绍兴
1588 年 利玛窦教麦安东学汉语
1589 年 5 月 利玛窦到韶州
1592 年 利玛窦春节期间访问南雄，因遭到反对，复回澳门，讨论儒化和北上问题

1595 年 利玛窦开始北上，经南昌，半月后到南京，半月后离开，在南昌居 3 年，广交朋友，遍及 15 省中的 10 省

1598 年
利玛窦离开南昌，7 月到南京，因朝鲜战争（即“壬辰倭乱”）不受欢迎，短暂停留，准备北京之

行；9 月 7 日到北京，官府不欢迎

1598 年 11 月 利玛窦离开北京，在船上与传教士郭居静、钟鸣仁等研究汉语
1599 年 2 月 再到南京，与士大夫交游
1600 年 5 月 利玛窦离开南京，再去北京

1601 年 1 月 利玛窦到北京
1610 年 5 月 利玛窦死于北京
1613 年 曾德昭来中国传教
1648 年 弗朗西斯科·瓦罗来福建传教

三、明代来华传教士汉语官话论述的解读

学术界除了对上述明代传教士传习的音系材料（利金体系）进行分析之外，还有人根据上述明代

来华传教士对汉语官话的论述来证明代官话以南京话为标准音。比如，鲁国尧花了 20 年的功夫，无

论“从字缝里看”（利玛窦《中国札记》）还是“从字面上看”（瓦罗《华语官话语法》），都发现南京话

不但是明代汉语官话的标准音，而且直至清末，其标准音位置才被北京话取代。c他的主要根据就是

a	金尼阁：《西儒耳目资》, 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 年，第 50 页。

b	�本表依据如下材料编制：林金水：《利玛窦与中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美]邓恩：《一代巨人——

明末耶稣会士在中国》，余三乐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年；余三乐：《早期西方传教士与北京》，北

京：北京出版社，2001 年。

c	�鲁国尧：《研究明末清初官话基础方言的廿二年历程：“从字缝里看”到“从字面上看”》，见耿振生主编：《近代官话语

音研究》，北京：语文出版社，200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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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玛窦《中国札记》里提及的庞迪我跟“南京男孩”学习官话和瓦罗《华语官话语法》里记录的一些

史实。其中，后者被他视为铁证。由于这些材料多涉主观认识，比起音系特征分析在证明效率上要

大打折扣，需要我们作出深入而周全的理解，把材料置于明清时代的大背景下分析，以避免陷于主观

推测。

（一）跟中国小孩学中国话的问题

利玛窦 1600 年 5 月离开南京，正准备二次去北京的时候，有个太监要送给他们一个在南京买的

男孩，这个小孩口齿清楚，可以教庞迪我神父纯粹的南京话，已见前引利玛窦文最后一段。a庞迪我

是利玛窦的重要助手，一直陪侍利玛窦居京。利玛窦死后，是庞迪我负责的丧事。庞迪我精通自然

科学和语言学，汉语水平据说达到了“畅达”的水平。这时候的利玛窦已经在中国住了 18 年，他说的

汉语应该已经成型，而且早已经编写成了《葡汉辞典》等著作。在有证据可查的利玛窦交往的士大夫

中竟只有一个南京人，利玛窦应该对“纯粹的南京话”没有系统的感性认识。庞迪我要跟这个小男孩

学习南京话，也许是出于好奇或者出于对南京话的爱好，当然，有没有学成，学得怎么样，后文并没有

交代。

杨福绵指出，利玛窦的原文是“学说地道的中国话”，是金尼阁后来改成“纯粹的南京话”的。b

鲁国尧据此推测当时的南京话就是“地道的中国话”，是明末官话的代表。c鲁国尧的理解很可能不

准确。更合理的解释应该是，在金尼阁看来，那个小孩说的仅是“纯粹的南京话”，并非“地道的中国

话”。试想，如果“纯粹的南京话”就是“地道的中国话”，那么金尼阁为什么要多此一改？

传教士如何认识南京话，瓦罗在《华语官话语法》里有较详细的论述，见下。

( 二 ) 瓦罗《华语官话语法》记录的官话性质问题

《华语官话语法》（中译本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3 年出版）是清初来华西班牙籍的多明

我会传教士弗朗西斯科·瓦罗（Francisco Varo）编写的一本汉语语法著作，1682 年在福州成书。弗

朗西斯科·瓦罗的中文名字叫万济国，1627 年 10 月 4 日生于塞维利亚，1648 年来华，长期在福建传

教，1687 年病逝。瓦罗是清初来华传教士，其材料与本文原无直接关系，但是有人利用他的论述支持

其“明末清初汉语官话以南京话为标准音”说，因此，不能不论。

柯蔚南等英译本之《英译出版前言》说，瓦罗的拉丁转写汉字的拼音写法是金尼阁体系的翻版，

只作了少数的修改，主要是为了适应讲西班牙语者的需要。d因此，瓦罗音系算是利金音系的运用，

因此这里不再讨论其音系特点。下面来看看这本书所记录关于官话的一些重要信息。

1. 编写这本书是为了方便传教士们学好、用好汉语。他说：

有鉴于此，我便利用从别的教士那里搜集来的材料，再加上我个人学习和研究的成果，花了

20 年的时间来编成这部小小的读本。我相信这本小册子已使很多教士受益。后来，有些用过这

a	庞迪我（1571—1618 年），号顺阳，西班牙籍耶稣会传教士，著有《七克大全》《庞子遗诠》《实义续篇》等。

b	杨福绵：《罗明坚、利马窦〈葡汉辞典〉所记录的明代官话》，《中国语言学报》第 5 期，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年。

c	鲁国尧：《明代官话及其基础方言问题》，《南京大学学报》1985 年第 4 期。

d	�参见 [ 西班牙 ] 弗朗西斯科·瓦罗：《华语官话语法》，姚小平、马又清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3 年 ,《英

译出版前言》，第 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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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册子的人劝我将它付梓刊印。现在，既然它已经面世，上帝告诉我这部书会很有用，将为许多

教士掌握汉语减轻烦恼。a

2. 教授传教士们学习汉语的诀窍。他说：

我考虑过这本册子对一个新来的教士有什么用处。以往，当他向一个老教士请教学习汉语

的方法和途径时，会被告知既没有方法也无所谓途径。然后，老教士们会教给他错误的发音和声

调。于是，当这个新教士被派到一个可以帮助他学习或者教他的中国人那里时，却发现彼此之

间根本不能交流！这难道不会引起内心的烦恼吗 ? 而借助于这本简单的册子，他就能避免这样

的事情。尤其是，如果老教士们能够宽容、耐心地按着一定方法来加以讲解的话，效果就更好。b

3. 描写了一些当时汉语官话的特点。比如：

汉语官话的发音和字母 (letters) 与欧洲语言的正好相反。因为在欧洲语言里，词的数目是无

限的，字母则很有限，而在汉语里，字母或字符 (characters) 很多，音节则有限，其数目不超过 364

个。因此，为了能够表达出宇宙间绝大多数的事物、智力活动、内心情感以及事物的特性和本质

等等，中国人赋予这些有限的音节以不同的声调，于是得到 1525 个音节。c

有时候，我们的一些新教士会碰到这样一种情况：他们说出一个句子或短语，可能是从某一

本书里摘录下来的，或是他们自己编写、由精通这门语言的教士修订过的；这样的句子或短语当

然也都有必要的声调和词序，可是中国人听了却不能理解。我们发现，为此一个新教士会感到

十分困惑和苦恼。但是他应该明白，引起误解的原因可能并不在语法的使用，而是在于说一件

事情的时候缺乏正确的样式（pattern) 和韵味 (gracefulness)，汉语里把这叫作“腔”(kʹiāng) 或者“口

气”(kʹèu kʹý)。要学会这种东西 , 除了通过与那些能够流利地说这种语言的人交谈来尽力模仿，

没有别的办法。同时这种模仿还不能太做作，因为那样的话，说起话来就不和谐了，会生出另一

种样式，结果也就不能达到像当地人那样说话的目的。因此，一个切实可行的、便捷的途径就是

把新来的教士安排在那些能够把汉语官话说得很标准的省份或城市，那样他们就能轻松地学到

“口气”，就好比让新的容器保留起它们盛装的新酒的香味那样。反之亦然。d

为了把这件事做好，我们一定要懂得中国人读这些词的发音方法。但也并非任何一个中国

人就能把音发好。只有那些资质好的说官话的人，例如南京地区的居民，以及来自其他操官话

的省份的人，才能做到这一点。有些地区比如福建，那里的人们发音就很不准确，把 h 和 f 混淆

在一起。其他省份也各有自己的语音毛病。一个中国人即使知识广博或学历很高，也并不意味

着他就能说好官话；实际上有许多这样的人官话说得很糟。因此我们应该集中精力，只学那些

以南京话或北京话为基础编纂的 cabeçillas 或词汇表。e

在此，我们还应该指出，中华帝国除了通用的官话之外，各个城市或乡镇还有不同的方言，

a	[ 西班牙 ] 弗朗西斯科·瓦罗：《华语官话语法》，姚小平、马又清译，第 3 页。

b	[ 西班牙 ] 弗朗西斯科·瓦罗：《华语官话语法》，姚小平、马又清译，第 3 页。

c	[ 西班牙 ] 弗朗西斯科·瓦罗：《华语官话语法》，姚小平、马又清译，第 10 页。

d	[ 西班牙 ] 弗朗西斯科·瓦罗：《华语官话语法》，姚小平、马又清译，第 13 页。

e	[ 西班牙 ] 弗朗西斯科·瓦罗：《华语官话语法》，姚小平、马又清译，第 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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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称之为“乡谈”（hiāng tʹân）。这种话只有本地人才听得懂。一个教士被派到某个地方后，

他应该学会本地话，这样才能成为一个优秀的教士，因为如果掌握不好本地话，他就不能布道或

者规劝，也听不懂那些不能说官话的妇人和农夫的忏悔了。但立即去学它也不可取，最好是等

到能够比较自信地说官话之后，再去学本地话，以免这两者都说不好。a

从瓦罗的言论里，我们可以总结出他对汉语的几点认识。1. 汉语有通行全国的共同语——官话。

2. 官话是有限度的语言，方言的势力还很大，许多人不会说官话，“一个中国人即使知识广博或学历

很高，也并不意味着他就能说好官话；实际上有许多这样的人官话说得很糟”。3. 许多人的官话是不

标准的，“只有那些资质好的说官话的人，例如南京地区的居民，以及来自其他操官话的省份的人，才

能做到这一点”。4. 南京话和北京话是比较标准的官话，“因此我们应该集中精力，只学那些以南京

话或北京话为基础编纂的 cabeçillas 或词汇表”。瓦罗的这些认识与其前辈传教士利玛窦、曾德昭大

同小异。

鲁国尧根据瓦罗的这些描述，推论出南京话是明末清初汉语官话标准音。b但是，仔细推敲并联

系瓦罗述说的上下文，可以看出，瓦罗不过是说与其他说不好官话的省份相比，比如与福建人说的官

话比，南京话或北京话比较纯正罢了，他并没有说这两种话就是标准音。最重要的是，瓦罗还特别提

及：“其他操官话的省份的人”也可以说好官话。这说明当时社会上存在着超方言的普通官话。我们

不能只顾及“南京话”，而罔顾他提到的北京话和其他官话。

黄嘉略神父的描述亦支持我们的推论。黄嘉略神父，一位年纪比瓦罗小五十来岁、也曾在福建

传教的福建莆田人，他对“官话”的认识跟上述传教士不同。许明龙《黄嘉略与早期法国汉学》一书

记录了黄嘉略（1679—1716 年）的事迹。黄嘉略幼年跟随法国神父在中国传教，大约 1701 年随法国

神父返回欧洲，后定居法国，从事有关中国的教学和研究工作。《黄嘉略与早期法国汉学》有不少关

于汉语的讨论，其中既有黄嘉略的认识，也有与黄嘉略有交往的法国学者的看法。比如黄嘉略认为：

官话又称正音，是一种全国通用的口头语言。官话的“官”字可理解为官方、共同、普遍、公

众等义，官话的意思就是普通话。……最佳的官话发音是南京，北京也还可以，但两地的发音略

有差异。c

黄嘉略认为，那些传教士们提出的“由于南京曾是明朝的首都，所以，官话是以南京话为基础，吸收其

他北方方言而形成的” d的看法是不对的，真实的情况应是这样的：

官话起源于孔子之前的四五百年间，那时中国北方已经比较发达，特别是中州地区，所以官

话是以中州音为基础逐渐形成的。官话那时就已经通用于北方，只是各地口音略有差异而已，

这种官话实际上就是初始汉语，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话。南方当时还是蛮荒之地，居民的语言

比较粗俗，只是在开化之后才开始学讲官话。e

a	[ 西班牙 ] 弗朗西斯科·瓦罗：《华语官话语法》，姚小平、马又清译，第 18—19 页。

b	�鲁国尧：《研究明末清初官话基础方言的廿二年历程：“从字缝里看”到“从字面上看”》，载耿振生主编：《近代官话语

音研究》，北京：语文出版社，2007 年。

c	许明龙：《黄嘉略与早期法国汉学》（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14 年，第 196—197 页。

d	许明龙：《黄嘉略与早期法国汉学》（修订本），第 197 页。

e	许明龙：《黄嘉略与早期法国汉学》（修订本），第 19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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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黄嘉略学术影响的法国学者弗雷莱也论述过官话，他说：

我们在这里所说的汉语就是传教士所说的官话，官话并不是官员的专用语言，而是人们普

遍使用的语言。北方人从农夫到官员大多讲官话，南方六省被北方人占领后，南方人也开始讲官

话，但是由于受方言的影响，南方官话不纯，事实上是一种混合语。官话的中心是南京，北京宫

廷里的人虽然逐渐习惯了北京话，但是文人们认为北京话有较多的粗鲁成分，因而不予好评。a

黄嘉略是在中国成年之后才去法国的，他对中国历史、文化、语言的认识当然要远在来华传教士

之上。

黄嘉略和弗雷莱只是说“南京话”发音很好，北京话也不错，所谓好不好是主观认识问题，不是标

准音问题。至于说“官话的中心是南京”，也不应理解成南京话是基础方言，应理解为南京人说的官

话比较标准而已，应跟“北京话也可以”作一样的理解。在一些人看来，北京话不如南京话，也不过是

“北京话有较多的粗鲁成分”，这是文化认同问题，就像下文提及的吕坤认同河洛方言、朱权认同中山

方言为标准音一样，不能夸大解释。

总之，从利玛窦、金尼阁到瓦罗，他们都是长期生活在南方的传教士，他们对官话的认识、学习和

使用都不具北方背景，缺乏对北方官话方言的系统研究，更重要的是他们普遍缺乏对中国语言使用

历史的深度理解，只是出于自我经验和传教经历，而对南京话作出了感性的评价，我们不能被这些论

述误导。

四、江户时代日本传习南京官话的背景分析 

日本学者六角恒广在《日本中国语教育史研究》里证明，江户时代（1600—1868 年）日本国内学

习和使用的汉语是南京官话。b这份材料本与本文论题的关系并不密切，然而，它却是“明末清初汉

语官话以南京话为标准音”的重要依据，故不得不论。我们只要对该书所提供的资料进行全面研究，

就会发现，这一现象事出有因，不能凭此推导出明至清末的汉语共同语是以南京话为标准音的结论。

六角恒广《日本中国语教育史研究》一书，旁征博引，极富史料价值。从该书提供的资料中，我们

大致可以了解日本江户、明治时代学习汉语的情况，今总结如下。

1. 日本的江户时代，关闭了与外国交流的渠道，一般谓之锁国时期。这时期的汉语学习者和使

用者主要为唐通事。这些唐通事多数是来自中国东南沿海、侨居日本长崎的中国人，靠为进入长崎

港的中国货主翻译谋生。他们所说的“唐话”，实际上就是南京地区的官话。

2. 南京地区的官话又分为南京、苏州、杭州、松江、宁波等等不同的口音，并非单一的南京话，称

之为南京话，不过是为了方便。

3. 明治（1868—1925 年）早期，唐通事们学习和使用的仍然是南京话，当时称汉语。

4. 明治四年（1871 年）由日本外务省开设的汉语学所，聘请的教师是旧幕府时代长崎的唐通事，

a	许明龙：《黄嘉略与早期法国汉学》（修订本），第 293—294 页。

b	[ 日 ] 六角恒广：《日本中国语教育史研究》，王顺洪译，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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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的教科书是唐通事时代的讲义，招收的学生早期也多是唐通事子弟。可见，明治早期的汉语教

育实际上就是江户时代唐话教育的延续。

5. 日本学者广部精设立的日清社直到明治十年（1877 年）八月闭社，也是一直教南京话。

6. 明治九年（1876 年），日本的汉语教育重心开始从南京官话转向北京官话，明治十四年（1880

年），这一转换彻底完成，南京话完全废止。至此，唐通事的唐话终于名实俱亡。

我们认为，日本的江户时代和明治早期之所以使用或教授南京官话，主要是因为受到当时中日

关系不睦的影响，朝廷不允许与日本官方来往，与日往来者主要是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人，导致南京

官话在日本流行。今分析如下。

有明一代，中日关系极差，两国官方很少往来，明朝廷更是禁止与日本人贸易，以致出现了后来

的倭寇之变。趁此机会，部分东南沿海之民以倭寇或倭寇向导的身份东奔日本。此外，此时还有一

些江、浙、闽、粤之人侨居日本。郑晓（？—1566 年）《今言》卷三称：“近日东南倭寇类多中国人，间

有膂力胜气谋略可用者，往往为贼……倭奴以华人为耳目，华人以倭奴为爪牙。”a又《明实录·熹宗

实录》载：“（天启五年四月）福建巡抚南居益题：‘闻闽、越、三吴之人住于倭岛者不知几千百家，与倭

婚媾长子孙，名曰唐市，此数千百家之宗族姻识，潜与之通者，实繁有徒。其往来之船曰唐船，大都载

汉物以市于倭……’”b

另据日本史学家大庭修《江户时代日中密话》，日本的江户时代虽然闭关锁国，但仍以长崎为对

外贸易的窗口，进出长崎港的贸易船只主要来自中国：“日本方面首先将来日的商船按起航地分为

三大类：第一类是口船，来自江苏、浙江两省。其中来自上海及长江口的船称南京船，来自宁波的

称宁波船。第二类是中奥船，指起航于福建省、广东省的商船……第三类是奥船，来自越南、马来半

岛……”c《江户时代日中密话》按起航地统计：“1688 年入港的 193 艘商船……分布状况为：福建省

86 艘，浙江省 40 艘，广东省 30 艘，江苏省 23 艘，南方地区 14 艘……1689 年后，入港船被限定为 70

艘……总体比例为福建省 25 艘，浙江省 15 艘，广东省 10 艘，江苏省 10 艘，南京地区 10 艘。”d又据

该书，仅 1688 年，乘船踏上日本国土的中国人多达 9128 人。e

显然，那些在日本的唐通事大多都是上述逃亡或迁移到日本的中国人的后代。如《江户时代日

中密话》译者注：“唐通事：江户时代设于长崎的中国语翻译官。其有大通事、小通事、稽古通事、内通

事等职，办事机构通事会所设在唐人屋敷内，负责奉行所和中国人之间的外交、通商等事务。其职多

由中国人子孙担任。”f这些进出日本的中国船只所附载的船上人员大都是吴闽粤方言区的人，只有

南京地区的人是讲江淮官话的。由此看来，这些中国人选择属于官话的南京话维持交流也属正常。

值得注意的是，江户时代的日本人，极少精通汉语口语，只能依靠唐通事与中国人交流。这些通

事会说三种汉语方言：南京、福州、漳州，称为南京口、福州口、漳州口。唐通事根据不同的中国人说

a	郑晓：《今言》，北京：中华书局，1984 年，第 136 页。

b	《明实录·熹宗实录》卷五十八，上海：上海书店，1984 年影印本，第 2661 页。

c	[ 日 ] 大庭修：《江户时代日中密话》，北京：中华书局，1997 年，第 24 页。

d	[ 日 ] 大庭修：《江户时代日中密话》，第 24—25 页。

e	[ 日 ] 大庭修：《江户时代日中密话》，第 19 页。

f	[ 日 ] 大庭修：《江户时代日中密话》，第 2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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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方言。这三种比较起来，南京口通行范围更广一些。

六角恒广引用了当时的唐话教科书《小孩子》的一段话：

打起唐话来，凭你对什么人讲，也通得了，苏州、宁波、杭州、扬州、绍兴、云南、浙江、湖州这

等的外江人，是不消说，对福州人、漳州人，讲也是相通的了。他们都晓得外江说话，况且我教导

你的是官话了，官话是通天下，中华十三省，都通的。a

《小孩子》作为教科书，把南京话当官话，并说这是全中国都通行的，这正是主张明至清末官话标准音

为南京话的学者最为在意的材料。

那么，应该如何看待这段话的真实含义呢？我们的理解是，把南京话当“官话”理解是毫无异议

的，学好了南京官话，通行天下也并非胡说，因为南京官话本来就是官话的一种。但是，要说南京官

话就是官话标准音，那是不正确的。因为，这段话只是拿南京话跟福州、漳州方言相比较的，与这两

个方言相较，南京官话的确可以通行天下。当然，“天下通行”绝对有点夸张，要是真的“天下通行”，

唐通事们也没必要去学说福州口、漳州口了。

六角恒广还引用了日本儒学者原双柱（1718—1767 年）的一段话：

今来长崎之唐人，均东南沿海诸郡唐人。南京为南京音，漳州为漳州音，福建为福建音，各

自方音乡谈不同。同为南京音，又有苏州、杭州、松江、宁波等等方言之区别……b

在这段话里，原双柱指明南京音不仅指南京话，还包括了苏州、杭州、松江、宁波等吴方言口音。这说

明，南京话可能是一个笼统的概念，不一定确指南京话，很可能是指带有吴音口音并流行于江浙一带

的官话。我们必须清楚，唐通事们之所以选择讲说南京官话，是因为在与唐通事往来的中国船户和

商人之中，讲官话的人多半来自于南京地区，而其他不讲官话的江、浙、闽人，对南京官话也有所了

解，有的人可能听得懂。如果听不懂，那通事们就得讲漳州音或福州音。

综上，我们不能根据唐话课本《小孩子》里的一句话就肯定南京话是明代官话的标准音，作这样

的理解是很片面的。唐通事们操用南京官话的现象，跟他们的语言背景及其服务的对象相关。

为了进一步说明日本习用南京话是特殊原因造成的，我们有必要看看琉球学习和使用汉语的情

况。与日本不同，明廷与琉球关系极其密切，只允许琉球一国来中国留学。琉球留学生先在南京国

子监后到北京国子监学习汉语，也有在福建的琉球馆学习的，这些留学生回到琉球都变成了重要的

官员或外交官，自然也传播了汉语。六角恒广在《日本中国语教育史研究》中引用武藤长平《西南文

运史论》的话说明了琉球国内汉语使用的情况：

原来琉球的支那语研究，由闽三十六姓的后裔久米村人进行……琉球与支那的联系，常常

通过此村落进行。此村落人说的支那语，常常被作为琉球的支那语通用，为此，鹿儿岛藩的藩主

岛津氏把这些唐营人说的支那语普及至全琉球，以顺利地与支那搞贸易。c

日本学者濑户口律子《琉球官话课本研究》调查研究了琉球人（通事）学习官话的课本，重点讨

论了《官话问答便语》《学官话》《白姓官话》三种。这三种课本的时间都不明确，作者也不详。濑户

a	[ 日 ] 六角恒广：《日本中国语教育史研究》，王顺洪译，第 270 页。

b	[ 日 ] 六角恒广：《日本中国语教育史研究》，王顺洪译，第 286—287 页。

c	[ 日 ] 六角恒广：《日本中国语教育史研究》，王顺洪译，第 28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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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研究的结论是，这些课本的语音是当时南方流行的官话，跟南京官话有些接近，如有入声等。同时，

这些课本也混有福建方音，如 f/x声母相混、鼻音韵尾混乱等。总的来看，其音系性质并不单纯。不过，

这些课本的服务对象主要是琉球国内的福建人及习用这种音系的琉球人，他们讲说这种不单纯的官

话是可以理解的。a

随着清政权的建立，琉球人很快发现北京官话比南京官话具有更重要的价值，随而转学北京官

话。六角恒广在书中引用平和彦《近世琉球的中国语》中的话说：

琉球开始使用官话（按，北京官话），大概是乾隆 20 年（1755）前后。琉球为了迅速对应中国

的形势……可以充分预测，琉球的中国语，是比福州官话更早地意识到北方官话，或者是北京官

话的。b

综上，从日本和琉球使用汉语的情况，我们不能推论出南京话是明清时代官话标准音的结论，至

多可以说，在日本长崎的码头上、在中国东南沿海的人群中，南京话有较高的通行度。

五、明代南京官话和江淮官话的地位问题

张卫东指出：“有明一代至清末的汉语官话分南北两支，南方官话以江淮官话为基础方言、以南

京官话为标准且长期处于主导地位，通行全国。”他进一步解释说：“这‘南京音’既是狭义南方官话

( 江淮官话 ) 的标准音，同时也是通行于全国的官话标准音。”c在主张“明代官话以南京音为标准音”

的说法里，张文这段话说得最为明确、透彻。

下面有必要分析一下江淮官话和南京官话的地位问题，即在汉语发展史上的地位问题，看看江

淮官话有没有资格作汉语官话的基础方言，南京话有没有资格作标准音。

何九盈在讨论南京话是不是明代官话标准音时说：“官话的性质是一回事，官话的地位又是一回

事，性质取决于基础方言，地位取决于政治，更取决于文化。”d何先生这段话非常重要，我们的延伸理

解是：共同语的语音性质是由基础方言决定的，方言的地位则由政治和文化决定。何先生并引用许

明龙的《黄嘉略与早期法国汉学》一书中的材料，说明南京话的地位很高，直到清初可能还高于北京

话，但这并不能证明南京话就是标准音。e

我们通常理解的江淮官话的区域，主要包括安徽、江苏、湖北等的部分地区。长江南岸部分大致

是从九江至镇江，这是江淮官话的南部边沿，再往南就是赣语、徽语、吴语区了，南京话是代表性的方

言；北岸部分相比南岸要宽广一些，武汉以东，自大别山而东，沿江淮之间直到海边。江淮官话的区

域历史上主要是吴语的地盘，后来中原汉人不断南进，吴语南退，区域内才慢慢为中原汉语覆盖。江

a	[ 日 ] 濑户口律子：《琉球官话课本研究》，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4 年。

b	[ 日 ] 六角恒广：《日本中国语教育史研究》，王顺洪译，第 283 页。

c	�张卫东：《试论近代汉语南方官话的形成及其地位》，《深圳大学学报》1998 年第 3 期。另张卫东《论〈西儒耳目资〉

的记音性质》（载《纪念王力先生九十诞辰文集》，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1 年版），《论与南京话、明代官话历史相关的

几个问题》（载《中国语言学》第 7 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 )，也发表过类似意见。

d	何九盈：《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语文转向（外一种）》，北京：语文出版社，2015 年，第 165 页。

e	何九盈：《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语文转向（外一种）》，第 166—17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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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官话内部分歧严重，有的方言之间不能通话。我们先看看现代江淮官话在官话中的份量，详见下

表 2a。

表 2 现代江淮官话在官话中的分布和使用人口

地域 北京 东北 胶辽 冀鲁 中原 兰银 西南 江淮 未分区 合计
县市合计 44 183 46 165 390 56 517 108 13 1522

县市比例 2.89% 12.02% 3.02% 10.84% 25.62% 3.68% 33.97% 7.10% 0.85% 100%

人口 ( 万 ) 1802 8200 2833 8363 16941 1173 20000 6723 136 66171

人口比例 2.72% 12.4% 4.28% 12.64% 25.60% 1.8% 30.23% 10.16% 0.02% 100%

由表 2 不难看出，江淮官话只是官话中一个很小的方言，仅占官话人口的 10.16%，与北方话（通

常所谓的北方话大致包括北京、东北、冀鲁、中原等）不可同日而语。

历史上，包括明、清两代，在传世的国人文献中，多有人论述汉语官话以中州音为正。如唐李涪

《刊误》：“凡中华音切，莫过东都，盖居天地之中，禀气特正。”b宋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六：“四方之音

有讹者，则一韵尽讹。如闽人讹高字，则谓高为歌，谓劳为罗……中原，惟洛阳得天地之中，语音最正。

然谓‘弦’为‘玄’，谓‘玄’为‘弦’，谓‘犬’为‘遣’、谓‘遣’为‘犬’之类，亦自不少。”c元周德清《中

原音韵》“正语作词起例”：“惟我圣朝兴自北方，五十余年，言语之间，必以中原之音为正。”d元孔齐

《至正直记》：“北方声音端正，谓之中原雅音，今汴、洛、中山等处是也。” e吕坤在《交泰韵》“凡例”说：

“中原当南北之间，际清浊之会。……谓河洛不南不北，当天地之中，声气之萃。”f与上述文献相反，

历史上极少有人述说江淮官话是共同语的基础方言，或者南京话是标准音或正音。相反，认为它是

方言的记载为数不少，如明人王肯堂（金坛人）在《郁冈斋笔尘》卷四里说：“金陵李士龙（登）作《字

学正伪》止存三十一母，而知彻澄娘非五母以为重赘，悉去之。其所离合悉金陵乡音，不可以行于四

方，况后世呼？何六阳，六安人，其乡音与金陵相近，随以为不刊之书，用其说改定《切韵指南》，序而

刻之。余恐古法从此渐亡，故稍为驳正于此。”g清末浦口人胡坦在《古今中外音韵通例》“方音”条里

说：“金陵读甘韵、官韵开口合口二呼皆如扬州之冈韵，口甚张也；至下关则官韵合口呼渐觉笼口，浦

口与下关同音，而东行二里则为六合乡，读官韵愈笼口矣。”h这些论述表明，似乎没有什么人把南京

话当成正音或“标准音”，更从来没有人认为南京话具有权威性。

丁锋讨论了明代江淮官话的使用情况，指出整个明廷官僚绝大多数并非出自江淮，他们能不能 /

要不要都讲南京官话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i张竹梅对江淮官话和南京话的地位问题论述最为有力。

她主要通过对明代前期 ( 洪武、建文、永乐 ) 南京的建都和迁都、洪武朝文臣的来源籍贯以及江淮方

a	钱曾怡：《官话方言》，见侯精一主编：《现代汉语方言概要》，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 年。

b	李涪：《刊误》，见陶敏主编：《全唐五代笔记》第 1 册，西安：三秦出版社，2012 年，第 2586 页。

c	陆游：《老学庵笔记》，《东坡志林》，北京：京华出版社，2000 年，第 141—142 页。

d	张玉来、耿军校《〈中原音韵校本〉》，北京：中华书局，2013 年，第 52 页。

e	孔齐：《至正直记》，北京：中华书局，1991 年，第 4 页。

f	吕坤：《交泰韵》，《续修四库全书》经部第 251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第 471 页。

g	王肯堂：《郁冈斋笔尘》，《四库存目丛书》子部第 107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

h	胡坦：《古今中外音韵通例》，《四库未收书辑刊》第 10 辑第 2 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 年，第 688 页。

i	丁锋：《琉汉对音与明代官话音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年，第 127—12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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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可能具有的影响力的分析，证明明代前期 ( 洪武、建文、永乐 )，南京话还不具备成为“官话”或“官

话”基础方言所必需的语言基础和社会条件，但有可能作为江淮方言的一个代表方言。a朱晓农、麦

耘更是从多个角度否定了明代官话以南京话为标准的说法。b

此外，乐律作为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决定了江淮官话不可能成为汉语共同语的基础方

言，南京音也不可能成为共同语的标准音。我国乐律有着极强的历史传统，凡是配乐歌唱的共同语

字音，无论是宋词还是元曲，乃至现在还在传唱的京剧、昆曲，都不可能以江淮官话入律，入律的是所

谓“中州音”。明人朱权、徐渭都有论述。朱权在《琼林雅韵·序》说：“卓氏中州之韵，中州者，中山赵地。

北音惟中山为正，南不过定远，北不过彭城，东不过江浦，西不过睢阳，四境千里，过其境则土音生矣。

惟北方无乡谈……其中山之音，重之清者也，故为音律之用。若南方之音多入声，出乎唇齿舌腭之间，

角征羽之音也，故轻浮而雌浅……”c朱权是明廷王子，既是朱元璋儿子又是乐律家，可是他一点也不

推崇所谓的江淮官话以及有入声的南方之音；与此相反，他极其推崇北音，并认为中山（今定州）一

带的音可以入律。徐渭在《南词叙录》里说：“凡唱，最忌乡音。吴人不辨清新侵三韵，松江支朱知，金

陵街该、生僧，扬州百卜，常州卓作、中宗，皆先正之而后唱可也。”d徐渭指斥金陵街该、生僧不分。何

良俊《四友斋丛说》“词曲”描述著名演员顿仁时说：“老顿于《中原音韵》《琼林雅韵》终年不去手，

故开口、闭口与四声阴阳字，八九分皆是。”e根据何良俊描述，明代著名演员顿仁掌握的是中原之音。

总之，明代的社会文化背景有其特殊性。唐宋（南宋除外）以迄元，中国政治中心皆在北方，唯有

明起自江淮，并暂以南京为首都，以陪都终明世。江淮官话是官话方言的东南部边沿，紧挨非官话方

言，东南地区非官话区的人们，除了自己的方言，自然状态下接触的官话方言就是江淮官话。南京话，

作为江淮官话的代表，结合其特殊的陪都地位，在南方具有较大的影响力，也在情理之中。但这并不

意味着共同语就以南京话为标准音。清末徐珂（1869—1928 年）在《清稗类钞》“种族”中说道：“（汉

族）语言独立，河域多用京师语，即杂居开封之少数犹太族，亦操此语，盖二千年来，已为汉族所同化

矣。江域多用江宁语。皆与文字相近，可通情意，而京师语尤为正音，通用于上级社会。至若方言，

则几于十里小异，百里大异，惟河域之大平原，可称千里一致。闽粤则因山岭丛杂，通晓最难。”f这段

论述很客观，南京话在江域的确有一定影响力。

另外，因为历史上共同语普及程度有限，大多数人的共同语都是需要学习才能掌握的。吕叔湘

说：“直到六七十年以前，我国社会上通用的书面语是文言，书房里教的自然也是文言。社会上通用的

口语是方言，这是用不着老师教的。普通话？老师做梦也不会想到要教学生说普通话 ( 有的老师一

辈子也没说过甚至没听见过一句普通话 )。”g需要学习官话的人，也不一定搞得清楚哪个地方的人说

得标准。徐珂《清稗类钞》里还讲了一个故事：“粤人平日畏习普通语，有志入官，始延官话师以教授

a	张竹梅：《试论明代前期官话的语言地位》，见耿振生主编：《近代官话语音研究》，北京：语文出版社，2007 年。

b	朱晓农、麦耘：《南京方言不是明代官话的基础》，《语言科学》2012 年第 4 期。

c	沈雄：《古今词话》，见唐圭璋主编：《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 年，第 831—832 页。

d	徐渭：《南词叙录》，见中国戏曲研究院编：《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三》，北京：中国戏曲出版社，2020 年，第 244 页。

e	何良俊：《四友斋丛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年，第 247 页。

f	徐珂：《清稗类钞》，海口：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 年，第 676—677 页。

g	吕叔湘：《关于语文教学的两点基本认识》，《文字改革》1963 年 4 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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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官话师多桂林产，知粤人拙于言语一科，于是盛称桂语之纯正，且谓尝蒙高宗褒奖，以为全国第

一。诏文武官吏必肄桂语，此故齐东野言，不值识者一笑。然粤东剧场说白，亦多作桂语，而学桂语者，

又不能得其神似，遂皆成优伶之口吻。”a不难想见，作为外国人的传教士学习汉语官话时，弄不明白

何处的官话才是标准音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有曲解和偏误也在所难免。

六、结语

汉语共同语源远流长，历代都有自然变化，也都存在一些人为审定的成分。但是，除了借助强大

的国家机器和便利的推广手段得以在全国普及的新国音（普通话）外，历代共同语都是在自然状态下

形成的，共同语音系（口头），从来就没有严格规范过。即使有人想规范，也是规范不了的。因此，可

以说，我国历代都有共同语，但难有标准音。共同语“标准音”很难跟哪个方言相结合。历代共同语

的音系都有极强的弹性，明代自然也不会存在以南京话为标准音的共同语。

胡明扬说：“普通话实际上是在现代白话文的影响下，在北京话的基础上形成的……普通话的基

础方言不是哪一个地点方言，也不是泛泛的北方话，而是一种在现代典范的白话文著作影响下通行

于北京地区知识阶层的社会方言。因此，普通话既不是以北方话为基础的‘官话’，也不是作为一个

地点方言的‘北京话’。”b胡先生此言，虽然是针对现代汉民族共同语——普通话说的，但同样也适合

解释历史上的各代共同语。

“基础方言”“标准音”，这类学术范畴是在现代描写语言学背景下形成的语言学观念，我们不能

把现代学术意义上的观念套用到历史上的汉语共同语。如果历史上的汉语共同语早就有了标准音，

比如明代以南京话为标准音，那么我们的前辈何至于到了清末还在寻寻觅觅，弄出一个“谁都不满

意”的“老国音”来，为了“老国音”里该有那些成分，某些参与审音的大佬大动肝火，不惜大打出手！

汉语共同语的形成历史有自己的历史道统和逻辑。张鸿魁根据语音规范化的历史经验提出，明

清官话及此前的汉民族共同语不可能有反映口语音值的标准音系统，至多有一个规定性的字音音类

系统。c历史上共同语存在的“规定性”的音类系统，跟具体使用者的音系如何结合，也就是音值如何，

则是因人而异。赵元任曾经梳理了历史上人们判断汉语字音正确与否的依据，具体分析了汉语操用

者是如何以音类为依据进行交流。他说：“当时，人们最关心的是发音问题，这在今天仍然如此。尽管

方言分歧很大，大家对一个字的正确发音总还是有共同的看法。例如大家都同意 ( 中古 ) 上声的‘好’

是‘好坏’的‘好’( 中古 ) 去声的‘好’是‘爱好’的‘好’。北方人和西南人发这两个声调的实际音

高模式几乎刚好相反，可是这并没有关系。北京和重庆的学者讨论一个字所属的传统调类，能够互

相了解，而且意见完全一致，因为一般说来，字的抽象音类的演变不论在历史上还是地域上都比音的

音响性质要慢得多，实际的音值是多数文人学士所不关心的。”他还说：“标准发音的传统主要见于一

a	徐珂：《清稗类钞》，第 796 页。

b	胡明扬：《北京话初探》，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年，第 14—15 页。

c	�张洪魁：《语音规范化的历史经验和“官话音”的研究》，见耿振生主编：《近代官话语音研究》，北京：语文出版社，

200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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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韵书，第一部这样的韵书是公元 601 年成书的陆法言的《切韵》。”a张、赵两位所论大概就是历史

上共同语音系的基本存在形态。

民国时期“国语研究会”曾发表过《征求会员书》，其中讲到：“吾人之始离乡里也，应对周旋，一

切不便；及其既久，不知不觉而变其乡音。其变也，但求便利，无所容其自是，亦无所谓服从。况统一

之义，当各采其地之明白易晓近文可写者定为标准；互相变化，择善而从；删其小异，趋于大同。初

非指定一处之语言，而强其他之语言服从之也。”b“不知不觉而变其乡音”后的语言就是所谓的口头

“普通官话”——互相变化，择善而从；删其小异，趋于大同的共同语。

另外，我们看到的传世音韵文献音系——共同语音系，大多不是真实的现实音系的写照，而是掺

杂了许多异质，含有作者强烈的个人审音意识的语音系统。c比如，明人濮阳涞（1578 年）《元声韵学

大成》自叙云：“后奔走南北，磨砺数十年，习知天下通音，进取未遑也。”濮阳氏所谓的通音，不是《中

州音韵》系统，也不是《洪武正韵》系统。其书分声类三十，韵部二十八 ( 不单立入声 )，这就是他所

谓的“通音”，而且是“磨砺数十年”才得出的，他自信地说“元声既得，质鬼神证古今，亦庶乎其不差

矣”。d但是，认真分析他的音系，就会发现，他将一些古音、今音、方音成分，按照他的审音框架，予以

组织编排，这根本就是他自己设计的“通音”。这样的“通音”当然不是标准音，但却是部分人认可的

“正音”。

曾德昭说：“中国今天只通用一种语言，即他们称呼的官话（Quonhoa）……但一般说来，每省仍

保留自己的方言。它是一种有限度的语言，字体之多超过其他语言……”利玛窦说“官话现在在受过

教育的阶级当中很流行”，但是社会上的妇孺也仅是“听得懂”而已。这说明，传教士们也认识到汉语

官话普及程度不高，并非人人需要，也并非人人会说。更重要的是，传教士从来没有指明哪个官话方

言是标准音，仅仅提及南京话、北京话比较标准或比较通行罢了。实际上，传教士夸大了官话通用程

度，对大多数古代中国人来说，并不需要说“官话”，即使到了非说不可的时候，其语音也可能是“蛮不

蛮、侉不侉的”e，即所谓“蓝青官话”。

我们的古人不是不想弄出个标准音，也不是不想在全国推行标准音，而是实在没有办法做到。

明人陆容（1436—1466 年），太仓人，在《菽园杂记》卷四里说：“书之同文，有天下者力能同之。文之

同音，虽圣人在天子之位，势亦有所不能也。”f由此可知，想为共同语制定一个标准音，“虽圣人在天

子之位，势亦有所不能也”。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一种成熟的有共同语的语言不可能经常变换基础方言和标准音。否则，同

时存世的几代人如何交际？又如何让全社会同时改变自己已经熟悉了的共同语？因此，换一个朝代

或换一个首都就换一种基础方言和标准音的说法难以令人接受，除非这个民族没有什么文化传统和

凝聚力。因此，不能因为南京短暂做过明代的首都，就强调其语音作为标准音的可能性。

a	赵元任：《什么是正确的汉语》，见吴宗济、赵新那编：《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年，第 837 页。

b	国语研究会：《征求会员书》，见《蔡元培全集》第 3 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 年，第 256 页。

c	张玉来等：《历史书面文献音系“存雅求正”的性质与汉语语音史研究》，《语言研究》2016 年第 3 期。

d	濮阳涞：《元声韵学大成》，《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经部第 208 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 年，第 656 页。

e	西周生：《醒世姻缘传》，北京：北方文艺出版社，2013 年，第 279 页。

f	陆容：《菽园杂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年，第 2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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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还须提及，汉语史的材料是复杂的，认识这些材料需要周全，不能仅及其一端而忽略另一

端，要把明代来华传教士传习的官话语音材料放在全体汉语史材料里来检视其性质、其价值。不仅

如此，我们还要关心朝鲜学者传习的用谚文标写的汉语文献以及相当一批所谓的馆译语文献（涉及

波斯语、阿拉伯语、日本语等）。当然，我们最应注意的是传世的大量国人文献，如《中原音韵》《洪武

正韵》《韵略易通》《合并字学篇韵便览》《太律》《切韵声原》等等。我们如果仅及一端，不及其余，

难免就会以偏概全，乃至固执己见，斥别人为异端邪说！实际上，明代官方所编《琉球馆译语》中琉球

话的汉字记音并非福建话或南京话，而是北京音成分更多的官话。丁锋在《琉汉对音与明代官话音

研究》中分析了中国官方用汉字记录的琉球词语的材料，从中归纳出了明代官话的语音系统，其结论

是：“明代琉汉对音音系比较起官话的其他地区音系来更接近北京音”，“从而可知当时来自全国各地，

任职朝廷的官员说的未必是南京式官话，而可能是北京式官话。”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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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丁锋：《琉汉对音与明代官话音研究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年，第 126 页。




